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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劳动力个人的就业概率，而不像

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外来移民会挤占原有居民的就业机会。使用工具变量，对

个人层面的就业决定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城市规模每扩大１％，个人的就业概率平

均提高０．０３９—０．０４１个百分点。此外，城市规模扩大的就业增加效应对于不同受

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并不相同。总的来说，较高技能和较低技能组别的劳动力均从城

市规模的扩大中得到了好处，其中较低技能组别劳动力的受益程度最高。城市规模

的扩大并没有影响中等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就业概率。因此，采取城市人口规模的限

制措施，并且特别针对低技能劳动力进行限制，将导致效率与公平兼失的局面，不

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

关键词：城市规模　人力资本　包容性就业

作者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高虹，复旦大学经济学

院博士研究生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佐藤宏，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系教授 （东京　１８６—

８６０１）。

一、引　　言

城市发展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非农就业的创造源泉。有关中国的城市
化问题，学者们在持续提高城市化水平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但就城市化速度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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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快、城市体系如何合理化的问题，学界仍存在争议。虽然也有学者基于经济集聚

所带来的好处而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① 但仍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小城镇的优先发

展能使大量农民迅速非农化，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城市的心理成本，较好地将

城乡两个市场结合起来，并且所需建设资金相对较少，因而更符合中国国情。②

城市的最优规模是由城市扩张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相权衡而得到的，

但是，相比于城市扩张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后果，城市规模扩大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

正面效应往往容易被忽视。政府的实际政策偏向于引导城市化进程。“十二五规划”

提出，到２０１５年，城镇化率由现在的４７．５％提高到５１．５％，五年提高４个百分点，

低于当前大约一年１个百分点的速度。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过

５０％之后，城市化速度加快，而非减慢。另外，在城市体系的调整方面，政府的政

策导向是重点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控制一些特大城市的发展，具体体现在限制城

市人口规模和户籍制度方面。“十二五规划”提出，“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

大中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继续发挥吸纳外来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和

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落户条件。”而在实际操作中，特大城市人口限制政策主要针

对的是低技能者，这一点，在各个地方的落户条件上均有体现。③

从理论上来说，城市规模经济效应和拥挤效应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城市劳动生产

率 （和人均收入）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倒Ｕ型关系。在城市发展的早期，城市规模的

扩大会带来人均实际收入的上升；而如果城市人口规模过大，由于存在拥挤效应，

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反而会降低人均实际收入，因而只有在最优的城市规模下，

劳动生产率 （和人均收入）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提升。由于户籍等制度长期构成了

对于城市扩张的限制，中国的城市化过于本地化，城市规模过小，因而无法发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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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重点高校 （如２１１高校、教育部重点建设高校）以及具有高技能水平 （如大学
成绩排名、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的毕业生倾斜。在深圳，外来务工人员入户实行
积分制，累计积分达到一定分值才可申请入户，而积分的计算同样向高技能水平的劳
动力倾斜，应届毕业生申请落户必须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学士以上学位。北京市的户籍
分配和工作单位相挂钩，留京指标更多地分配给了事业单位、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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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规模经济优势，限制了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① 据估计，中国有

５１％—６２％的城市存在规模不足的问题，由此带来的产出损失约占职工平均产出的

１７％。② 事实上，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发展并不相互排斥，中小城镇的发展以大城
市的发展为基础，并受其辐射功能的带动。③ 因此，在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规模经济
效应强于拥挤效应的城市化早期，过早限制城市发展，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会带来
巨大的效率损失。

另一种在现实中存在的担心是，随着城市的人口规模扩张，城市将无法提供充
足的就业岗位，从而加剧失业问题。特别是，人们常常认为，在城市扩张过程中，

低技能者将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同时，原来的城市居民将会面临更为激烈的劳动
力市场竞争，从而也会加剧原有居民的失业问题。那么，事实是否如人们所担心的
那样呢？已有的经验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对本地居民失业的影响程
度很小。④ 在理论上，劳动力流入并不必然增加失业，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发展存在
着规模经济，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但长期以来，有
关城市扩张有利于创造就业岗位的经验证据仍很缺乏，也没有经验研究为不同技能
的劳动者如何在城市扩张中受益提供证据。

针对上述的知识空缺和政策争论，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
年的数据 （ＣＨＩＰ２００２和ＣＨＩＰ２００７），研究了城市规模与个人就业概率的关系。本
文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劳动力个人的就
业概率。城市规模每扩大１％，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０．０３９—０．０４１个百分点。

此外，我们还发现，城市规模扩大的就业促进效应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并
不相同。总的来说，较高技能和较低技能组别的劳动力均从城市规模的扩大中得到
了好处，其中低技能组别劳动力的受益程度最高。而城市规模的扩大并没有显著影
响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概率。因此，城市人口规模的限制措施，特别是针对低技
能劳动力的限制措施，不仅损害了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不利于城市规模经济效
应的发挥，而且限制低技能劳动力的政策恰恰限制了在城市扩张中受益最大的人群，

从而使得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受损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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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军、赵耀辉：《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经济学 （季刊）》第８卷，
第２期，２００９年。



导致效率与公平兼失的局面，不利于包容性增长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① 的实现。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将对城市规模与就业的相关文献进行评论；第三节介
绍本文的数据与模型；第四节是城市规模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五
节将模型进行拓展，研究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给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带来的就业创
造效应有何差异；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城市规模与就业：基于文献的评论

城市作为现代经济活动的集中地，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动力。城市的规模
扩张可使经济从多方面受益。马歇尔早在１９世纪末就指出，投入品的分享、劳动力
市场群聚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ｏｌｉｎｇ）以及知识的溢出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是导致
集聚的三个根本原因。② 但是，有关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直到克鲁格曼 （１９９１）

之后，才被经济学家重新重视。③ 新经济地理学的文献认为，由于生产中存在规模
报酬递增，消费者偏好商品的多样性，并且存在交通成本，厂商会选择在市场需求
相对较大的地区组织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带来集聚地区总体上更大的生产规模和更
高的要素价格水平。在均衡处，集聚地区更高的要素价格必然意味着更高的劳动生
产率，否则，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会选择其他要素价格相对较低的地区进行生产。④

Ｓｖｅｉｋａｕｓｋａｓ发现，相比于小城市，以职工平均产出和职工工资度量的大城市的劳动
生产率更高。城市规模 （以城市的人口数量度量）平均每扩大一倍，劳动生产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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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增长是世界银行于２００５年提出的增长理念，它不仅强调一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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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要将一个国家绝大部分劳动力 “包容”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而就业创造即为其中
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６日，胡锦涛主席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
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 《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
辞，使用了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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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集聚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中的机制也可总结为：更好的投入品分享
（Ｓｈａｒｉｎｇ）、更好的生产要素匹配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以及更多的学习机会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参见

Ｉ．Ｇｉｌｌ　ａｎｄ　Ｈ．Ｋｈａｒａｓ，ｅｄｓ．，Ａ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Ｉｄｅａ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０７）一书中的总结，也可参见Ｓ．Ｒｅｄｄ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ＥＰ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７１２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９）中有关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综述，以及Ｇ．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ａｎｄ　Ｄ．
Ｐｕｇａ，Ｍｉｃｒｏ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ｎ　Ｊ．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Ｊ．
Ｔｈｉｓｓｅ，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ｕｍｅ　４：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Ｂ．Ｖ．，２００４）中对城市集聚经济微观机制的综述。



相应地提高约４．７７％—６．３９％。① Ｇｌａｅｓｅｒ和 Ｒｅｓｓｅｇｅｒ的实证结果也显示了城市规
模的扩大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他们的研究以城市人口数量度量城市规模，以

城市劳动力的平均产出、中位家庭的实际收入、个人小时收入等指标度量城市劳动

生产率，无论是城市层面还是个人层面的回归结果均显示，城市规模的扩大能够促

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大学毕业生比例更高的城市相对更大。②

类似地，城市规模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中国也存在。Ａｕ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有关

城市规模和人均实际收入之间倒Ｕ型关系的发现说明，在城市发展的早期，城市规

模的扩大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③

既有文献的讨论主要集中于集聚和要素价格 （如工资）之间的关系，而很少关
注集聚对就业的影响。劳动力的就业和失业主要由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决定。城市

规模的扩大，在创造劳动力供给的同时，也会由于集聚效应，带来劳动力需求的提

高。从均衡的角度讲，只要劳动力供给曲线向上倾斜，则给定劳动力供给曲线不变，

集聚通过投入品分享、生产要素匹配和学习机会三个机制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

最终会反映为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向外移动，从而带来均衡工资水平和就业数量的同

时上升。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认为，大城市中更高的

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暗含着其后更多的就业机会，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如果

就业机会的增加速度快于城市规模扩张的速度，则劳动者个人的就业概率上升。

此外，不可贸易品部门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就业岗位的
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这一部门，城市规模对就业的效应将被放大。Ｍｏｒｅｔｔｉ论述了

可贸易品部门中某个产业需求的外生冲击会给城市就业带来的影响。如果某个生产

可贸易品的产业由于某种原因 （如新发明的引进提高了其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其劳

动力需求，这种冲击会增加该产业的就业和工资水平。由于在劳动力市场不存在摩
擦的情况下，劳动者在不同部门间获取的工资应相同，则整个城市的工资和就业水

平会上升，进而提高城市的总收入。而总收入的上升必然会带来不可贸易品部门需

求的扩张，从而增加不可贸易品部门在均衡处的工资和就业。Ｍｏｒｅｔｔｉ利用１９８０年、

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对这种 “就业的乘数效应”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进行了检验。他的实证结果发现，制造业部门每增加一个就业机

会，会为不可贸易品部门带来１．５９个就业机会，并且高技能类制造业就业增加的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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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效应更为显著。① Ｍｏｒｅｔｔｉ有关就业乘数效应的分析，为我们考虑城市规模对就业
的影响提供了新的依据。正如新经济地理学的文献所证实的，集聚提高了可贸易品
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而会带来均衡工资和就业的同时增加。可贸易品部门就业和
工资水平的上升会提高城市的总收入，从而增加对不可贸易品的需求，为不可贸易
品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城市规模的提高可能会为劳动者带来更多的就
业机会，增加个人的就业概率。

城市规模在为所有劳动者带来收益的同时，不同技能的劳动者从中获益的大小
可能并不相同，这种不同技能者受益的差异性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第一，由于低技
能劳动者的就业更多地集中于低技能的服务业，而低技能服务业是不可贸易品部门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相对于中、高技能的劳动者来说，低技能劳动者可能
从集聚中享受更多的好处。既有文献发现，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并没有显著恶化
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前景，相反，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在低技能的服务业部门找到了
工作。这是因为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计算机主要替代了一些对劳动者技能水平有一
定要求的重复性劳动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Ｊｏｂｓ），如打字等，却无法替代诸如保姆、打扫卫生等
人工工作 （Ｍａｎｕａｌ　Ｊｏｂｓ）和律师、医生等复杂的工作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Ｊｏｂｓ）。并且，技术进
步和服务业之间存在互补性，从而带来了服务业就业的增加。这种随着计算机的广泛
使用而出现的就业越来越集中于高技能和低技能的服务业的现象，被称为就业的两极
分化 （Ｊｏｂ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② 类似地，Ｍａｎｎｉｎｇ也发现，在美国和英国，低技能劳动者
的就业越来越集中于不可贸易品部门，并且这种就业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低技能劳
动者和高技能劳动者在地理上的接近。③ 此外，高技能劳动者对低技能服务业具有
更高的消费需求。Ｍａｚｚｏｌａｒｉ和 Ｒａｇｕｓａ发现，由于高技能劳动者时间的机会成本更
高，故其对保姆、打扫卫生等低技能服务业的消费需求更高。④ 因而随着城市规模
的扩大和高技能劳动者的集中，低技能劳动者将会相对更多地受益。

第二，当存在知识溢出时，由于不同的职业对学习和知识创新的依赖程度不同，

因而不同职业从城市规模扩张中受益的程度也不同。大量实证研究已经证实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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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的存在。① 这些研究认为，由于存在社会互动，城市规模的扩张尤其是高技能
劳动者的集聚，将为劳动者带来更多的学习和创新机会，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Ｒａｕｃｈ发现，工资和地租在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城市更高。② 类似地，Ｍｏｒｅｔｔｉ
发现，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比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会上升

０．６％—０．７％。③ Ｍｏｒｅｔｔｉ另一项考察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研究，同样说明了知识溢出
效应的存在。他发现，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比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工资水平平均上

升０．６％—１．２％。④ 高技能行业由于其劳动者具有相对更强的学习能力以及高技能

行业本身对知识更强的依赖性，因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受知识溢出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城市规模的扩大不仅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将在提
高个人就业率方面为劳动者带来巨大的好处。不同技能的劳动者从城市规模扩张

中的受益程度，会因其职业的不同特征而产生差异。然而，在考察城市规模对就

业影响的过程中，就业和城市规模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可能导致联立内生性偏误，

因为一个城市的失业率是否高，本身会通过人们的移民选择而影响城市规模。此
外，其他可能影响就业的不可观测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因素，也会造成估计的遗漏

变量偏误。因此，本文使用城市１９５３年的人口规模作为城市２０００年规模的工

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并进一步发现本文结果是稳健

的。本文从提高就业率的角度，为既有的关于城市规模效应的实证研究提供了

补充。同时，本文的研究也把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从个人 （家庭）层面拓展到
了城市层面。

三、数据与模型

为了检验城市规模是否显著地影响了就业概率，以及这种影响对于不同技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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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劳动者的差异，本文使用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这个数据来
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共同收集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ＣＨＩＰ）

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的城市居民相关信息，样本为国家统计局年度家庭调查的一个子
样本。其中，２００２年的数据涵盖了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

广东、重庆、四川、云南和甘肃１２个省级行政单位的７０个市和县，包括６８３５个家
庭的２０６３２人；２００７年的数据涵盖了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安徽、河南、湖
北、重庆和四川９个省级行政单位的１９个市和县，包括５０００个家庭的１４６９９人。①

与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５年两轮数据相同，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的调查也采取了两阶段分层随
机抽样方法。调查者在第一阶段先选择城市和县，再于第二阶段在所选的市和县中
抽取调查家庭。此调查涵盖了大量个人层面的人口和经济社会信息，使我们能够在
控制个人特征的基础上，识别城市规模对就业的影响。

在其他因素给定的情况下，回归分析主要考察城市规模是否对个人的就业产生
影响。在不同的回归中，我们分别用城市的总人口数量和大学毕业生数量的自然对
数度量城市规模。根据上述分析，集聚可能通过多种渠道促进就业。集聚能提高劳
动生产率，因而增加企业的劳动力需求。集聚带来的城市总收入的上升还会增加不
可贸易品的需求，从而增加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就业机会，这种情况在高技能者更为
集中的城市尤其明显，因为高技能劳动者对低技能服务需求较高，由此带来高技能
者对低技能者的 “消费溢出”。因此，我们预期，劳动者在拥有较大人口规模或者较
多大学毕业生的大城市中可能更容易找到工作，这正是本文所要检验的核心假设之
一。市级层面的人口和大学生数量数据均来自于２０００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人
口普查。此外，我们还控制了其他一系列可能影响就业的城市特征，如城市的物质
资本投资、产业结构、政府财政支出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等，这些数据来自于 《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１）。②

计量模型为基于个人层面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假设个人的就业概率由以下方程决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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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样本主要来自市辖区，来自县级城市的样本数量较少，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分别为

３０６７个和２６５个，约占全部样本的９．４３％。但若排除县级城市的样本，本文的核心回
归结果仍然不变。另外，由于使用的是ＣＨＩＰ城市居民调查数据，因此样本仅限于城
市户籍人口。之所以在研究中没有包括移民样本，主要是因为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
不能在城市就业的外来劳动力会选择返乡，因此外来人口在城市的失业率很低。而且，
外来劳动力的流动性很大，对流动的目的地具有很强的选择性，他们会根据一个城市
的失业状况而选择流动的目的地，从而使得城市规模成为就业的结果，而非原因。因
此，本文将回归样本仅限制于城市户籍人口，以减轻城市规模和劳动力就业之间的逆
向因果关系。但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将移民样本包括进城市居民的样本进行分析，本
文的核心结果依然不变。包括移民样本的结果如有需要，均可向作者索取。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



定：

　　Ｐｒｏｂ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ｉｊ＝１）＝Φ （β′Ｘｉｊ＋π１Ｓｃａｌｅｊ＋α′Ｃｉｔｙｊ）

其中下标ｉ和ｊ表示居住在城市ｊ中的个人ｉ。回归的样本限于劳动年龄人口，

即年龄处于１６岁到６０岁之间的男性，以及年龄处于１６岁到５５岁之间的女性。另

外，回归排除了不在劳动力的样本，不在劳动力的样本通过问卷中有关个人在城市
所处的状态和身份得以反映。据此，样本排除了离退休人员、离退休再工作人员、

家务劳动者、家庭帮工、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在校学生、学龄前儿童，以及等待分

配或待升学人员。① 被解释变量Ｅｍｐｌｏｙｅｄ是一个有关个人就业状态的０—１变量，

若一个人是有工作的，则取值为１；若失业，则取值为０。

在回归方程的右边，Ｘｉｊ是可能影响就业的个人特征向量，包括性别、婚姻状

态、受教育年限、② 潜在工作经验及其平方项，是否中共党员，③ 以及是否少数民

族。④ 我们并没有在个人特征中包括年龄变量，这主要是因为在回归中已经包括潜在

工作经验这个变量，它是由个人年龄减去受教育年数再减去６得出的。如果在回归中

同时包括年龄和工作经验，会带来完全共线性的问题。Ｓｃａｌｅｊ是有关城市规模的一个

度量指标，根据不同的需要，我们分别以城市总人口数量⑤的自然对数和大学毕业生

数量的自然对数作为规模变量的代理变量。⑥ π１ 的大小和显著性是本文所关注的核

心。若大城市的确能为劳动者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则我们预期π１显著为正。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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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等待分配或待升学人员占样本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０．６８５％。按照定义，这部分人口应
如本文所采用的归类方法，被归为不在劳动力。但考虑到等待分配工作或上学的个人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反映了隐性失业的情况，因此我们也做了将这部分人归为失业人
口的回归，结果基本不变。具体的回归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作为劳动者技能水平的代理变量。在既有的文
献中，有关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往往都用教育水平度量，这主要是因为直接度量劳动者技能
水平存在困难。用教育水平虽然不能完全准确地度量技能，但即使存在度量误差，其造成
的影响也只是使 “技能”的系数向零偏误，这并不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
由于中共党员拥有相对更高的能力和更为丰富的 “社会资本”，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中
共党员的身份会对个人的就业概率产生正向影响。
回归分析排除了潜在经验小于０年以及大于４４年、受教育年数大于２２年的异常样本。
但这些异常样本在样本中占比很小，约为０．９６％，并不影响主要的回归结果。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于市辖区人口的统计分为城镇总人口和乡村总人口两部分，在
这里，我们选取城镇总人口数作为城市规模的度量指标。另外，根据数据，此城镇总
人口数包括了城市中的非户籍人口，因而是对城市人口规模一个比较准确的度量。需
要说明的是，即使用城市辖区全部人口替代城镇总人口，模型的估计结果仍然成立。
在理论上，城市的集聚效应主要来自高技能劳动力集聚所产生的外部性，因此，除了
城市的总人口数量外，我们使用城市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作为城市规模的度量指标。统
计数据显示，城市总人口数量和城市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在我们
的回归样本中，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０．９０５。



其他可能影响就业的城市特征被包括在Ｃｉｔｙｊ向量中，主要有：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
间平均外商实际投资额占平均ＧＤＰ的比重，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间平均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占平均ＧＤＰ的比重，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第三产业产值和第二产业产值之比的平均，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间平均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支出占平均ＧＤＰ的比重，２０００年人均道
路铺装面积和每万人拥有的公共汽车数量，以及是否省会城市的０—１变量。控制这
些变量主要是为了减轻可能由劳动力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导致的遗漏变量偏误。在
一个城市的资本积累与城市规模 （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在城市中的集中）、城市居民
就业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由于经济集聚所带来的好处，规模更大的城市吸引了更
多资本的进入，而资本增加本身会增加城市居民的就业机会，因此，忽略资本积累
的回归会造成对规模系数的有偏估计。另一个需要在个人的就业决定方程中考虑资
本积累的原因，涉及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当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以及物质资本和人
力资本之间存在互补性的时候，城市中部分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使城市的企业
增加物质资本投资，以使企业的资本量和这部分高技能的劳动力相匹配。结果是，

在均衡处，城市的物质资本投资增加会提升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企业的
劳动力需求。① 控制一个城市的外商实际投资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可在一定程度上
减弱由此需求因素所带来的城市规模对就业影响的估计偏误。此外，我们在回归中
控制了城市的产业结构。这主要是因为一个城市的规模与其产业结构相关，同时，

第二、第三产业不同的就业吸纳能力也会使得城市的产业结构对劳动者就业产生影
响。在回归中控制地方政府预算内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主要是由于在不同规模的城
市，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程度往往并不相同，而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会影响就业。

此外，我们还控制了城市的人均道路铺装面积和每万人人均拥有的公共汽车数量，

这主要是因为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会通过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从而影响
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和劳动力的就业概率。另外，城市基础设施的改进也会起到
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作用，从而对城市规模产生影响。而在回归中加入是否省会城市
的固定效应，则是为了控制与城市行政级别相关且会同时影响城市规模和就业的不
可观测因素。

表１是回归中所包含的变量的描述。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参考附录的附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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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解释变量列表

变　量 定　义

个人特征

就　业 就业则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性　别 男性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婚姻状况 已婚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教　育 受教育年数

经　验 潜在工作经验 ＝ 年龄－受教育年数－６ （单位为年）

经验的平方 潜在工作经验的平方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城市特征

人口规模 Ｌｎ（城镇总人口数量 （百万人））

大学生规模 Ｌｎ（大学毕业生数量 （百万人））

１９５３年人口规模 Ｌｎ（１９５３年城市总人口数量 （百万人））

外商直接投资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间平均外商实际投资额 （万元）／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间平均ＧＤＰ （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间平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万元）／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间平均ＧＤＰ （万元）

产业结构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间第三产业产值和第二产业产值之比的平均值

产业结构的平方 产业结构的平方

政府财政支出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间平均地方政府预算内支出 （万元）／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间平均ＧＤＰ （万元）

道路 ２０００年人均道路铺装面积 （平方米）

公共交通 ２０００年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量 （辆）

省　会 省会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２００７年样本 ２００７年样本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注：（１）中共党员项，２００７年的样本由于缺乏个人党员身份的指标，我们用此个人所在城市２００２年的党

员比例作为替代。而若个人所在城市并没有出现在２００２年的样本中，则用２００２年全国党员比例作为个人党

员身份的替代。（２）１９５３年人口规模项，在本文中，１９５３年人口规模是２０００年人口规模的工具变量，具体

解释参见下文。为了保证１９５３年和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中所包含的市在地理区域上的统一，我们将１９５３年和

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县市代码统一调整成了２０１０年的行政区划代码。因此，我们在回归中使用的有关城

市规模的指标，并不会受到历史上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３）外商直接投资项，外商实际投资额在 《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１）中的单位为万美元，这里，我们按照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中历年人民币汇率

（年平均价）将外商实际投资额折算成了人民币，再进行相关计算。

四、规模与就业：实证结果

表２中报告了分别用城市总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和城市大学生数量的自然对数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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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市规模度量指标的个人就业概率的Ｐｒｏｂｉｔ估计结果，报告的数字为边际效
应。我们发现，城市规模对个人的就业概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平均来说，城市规
模每扩张１％，个人的就业概率提高０．０１６—０．０１８个百分点。

表２　城市规模与就业：Ｐｒｏｂｉｔ结果

解释变量

人口规模

大学生规模

性　别

婚姻状况

教　育

经　验

经验的平方

中共党员

少数民族

外商直接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回归１ 回归２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０９４４）

０．０１７５＊

（０．００９５５）

０．０５６１＊＊＊ ０．０５６１＊＊＊

（０．００６１６） （０．００６１８）

０．０５５３＊＊＊ ０．０５６１＊＊＊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０１３７） （０．００１３７）

０．００５４２＊＊＊ ０．００５３８＊＊＊

（０．００１１９） （０．００１１９）

－０．０００１４９＊＊＊ －０．０００１４９＊＊＊

（２．５２ｅ－０５） （２．５３ｅ－０５）

０．０８４２＊＊＊ ０．０８４１＊＊＊

（０．００９２８） （０．００９３１）

－０．０３３０ －０．０３４９＊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２０７）

０．１８８＊＊ ０．１９５＊＊

（０．０８３７） （０．０８８２）

－０．０５００＊ －０．０５１８＊＊

（０．０２６１） （０．０２４６）

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平方

政府财政支出

道　路

公共交通

省　会

２００７年样本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样本量

回归１ 回归２

－０．２７６＊＊＊ －０．３０２＊＊＊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８）

０．１１８＊＊ ０．１２８＊＊＊

（０．０４８７） （０．０４９２）

０．０９９２　 ０．０９２２
（０．１６１） （０．１５５）

－０．００１９５ －０．００１５８
（０．００２６０） （０．００２６６）

－０．０００２２６　 ０．０００１３６
（０．０００４６８） （０．０００４８８）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２０３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３５１＊＊＊ ０．０３６３＊＊＊

（０．００９３８） （０．００９２０）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８

１４９６２　 １４９６２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报告的是经过县、区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

准误差。在Ｐｒｏｂｉｔ估计中，虚拟变量的边际效应是与参照组相对比的就业概率变化；对于连续变量，边际效

应在均值处计算。

但是，Ｐｒｏｂｉｔ结果可能是有偏的。在考察城市规模对个人就业概率影响的过程
中，城市规模和就业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可能导致联立内生性的问题。此外，尽管
我们已经在回归中尽可能多地控制了城市层面的因素，以减轻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
偏误，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其他不可观测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因素，仍可能会对
城市规模和就业造成影响，从而带来估计的偏误。鉴于此，我们用个人所在城市

１９５３年的人口数量作为２０００年城市规模的工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估计就
业决定模型，以减轻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和遗漏变量偏误。１９５３年的人口数量来
自于１９５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在考察中国城市体系演变的过程
中，Ｗａｎｇ和Ｚｈｕ发现，中国城市体系的演变，在１９４９年到２００８年间遵循平行增
长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Ｇｒｏｗｔｈ）的模式，不同规模的城市以大约相一致的速度增长，并未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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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规模的发散或收敛。① 因此，历史上的城市规模对当前城
市规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的估计结果报告于表３中。②

表３　城市规模与就业：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结果

解释变量 回归３ 回归４ 解释变量 回归３ 回归４
第一阶段回归

１９５３年人口规模
０．５７４＊＊＊ ０．５６０＊＊＊

（０．０８５４） （０．０８９３）

第二阶段回归

人口规模
０．２３０＊＊

（０．０９０１）［０．０３９２＊＊］
固定资产投资

－０．３６２＊ －０．３７８＊＊

（０．１９９） （０．１７２）

大学生规模
０．２３８＊＊

（０．０９３３）［０．０４０５＊＊］
产业结构

－１．９９２＊＊＊ －２．２９９＊＊＊

（０．６１３） （０．６７４）

性　别
０．３２２＊＊＊ ０．３２３＊＊＊

（０．０３３０） （０．０３３０）
产业结构的平方

０．８２１＊＊＊ ０．９３７＊＊＊

（０．２８２） （０．２９５）

婚姻状况
０．２９３＊＊＊ ０．３００＊＊＊

（０．０５８９） （０．０５９３）
政府财政支出

０．３７２　 ０．３６０
（０．９９３） （０．９３９）

教　育
０．０６９７＊＊＊ ０．０６７８＊＊＊

（０．００８１５） （０．００８１７）
道　路

－０．００５６２ －０．００１２６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１６８）

经　验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３１８＊＊＊

（０．００６７７） （０．００６８０）
公共交通

－０．０００７９０ －０．００１７８
（０．００２９１） （０．００３０４）

经验的平方
－０．０００８９４＊＊＊ －０．０００８９０＊＊＊

（０．０００１３９） （０．０００１３９）
省　会

－０．０４７１ －０．１５０
（０．０９４７） （０．１２７）

中共党员
０．４９９＊＊＊ ０．４９９＊＊＊

（０．０５４２） （０．０５４３）
２００７年样本

０．２０４＊＊＊ ０．２２１＊＊＊

（０．０５８２） （０．０５５３）

少数民族
－０．１６７＊ －０．１８７＊

（０．０９８１） （０．０９９２）
样本量 １４９６２　 １４９６２

外商直接投资
０．４２７　 ０．６４４
（０．７０１） （０．６５８）

　　　注：（１）第一阶段结果是内生变量 （人口数量或大学生数量）对工具变量的回归，其他变量均已控制。

（２）＊＊＊，＊＊，＊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此表中报告的是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极大似然估计的估计系数，但

同时用Ｎｅｗｅｙｓ两阶段估计方法计算了城市规模对就业影响的偏效应。括号中报告的是经过县、区层面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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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Ｚ．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Ｊ．Ｚｈｕ，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ｉｔｙ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９ｔｏ　２００８，＂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ｎｏ．６，２０１２，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Ｓｔａｔａ中ｉｖｐｒｏｂｉｔ命令能报告聚类稳健标准误差的估计方法是极大似然估计方法，但在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命令下，Ｓｔａｔａ无法直接报告估计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偏效应。因此，我们在
表３中报告了极大似然估计的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估计系数，但同时根据Ｎｅｗｅｙｓ两阶段估计方
法，计算了城市规模对就业概率的偏效应。Ｎｅｗｅｙｓ两阶段估计方法的原理是在第一
阶段将内生变量对工具变量系列进行ＯＬＳ回归，由此可计算出相应的残差，即为内生
变量中与误差项相关的因素。在第二阶段进行Ｐｒｏｂｉｔ回归时，将内生变量和第一阶段
估计得出的残差同时放入原来的模型，由此计算出来的结果即为带有内生变量的两阶
段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的回归结果。请参考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Ｑ．Ｖｕｏ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Ｅｘ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ｅｓｔｓ　ｆｏｒ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Ｐｒｏｂｉ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ｖｏｌ．３９，ｎｏ．３，１９８８，ｐｐ．３４７－３６６．



调整的稳健标准误差。（３）中括号内为城市规模变量偏效应。

我们首先在第一阶段检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用城市总人口数量和城市大学

生数量作为城市规模度量指标的估计结果见表３。我们发现，１９５３年的城市规模对

２０００年的城镇总人口数量和大学毕业生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住其他解释变

量不变，在考察历史城市规模对当前城市规模的影响时，工具变量显著性Ｆ检验的

值分别为４５．１２和３９．３０。由此，我们认为，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在我们的回归中并

不明显。我们还发现，在控制了诸如城市规模、投资、政府干预以及公共基础设施

等相关城市一级的变量之后，历史上的城市规模对当前就业的直接影响很小。第一

阶段的回归结果也和已有的实证研究相一致。

我们从表３的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结果得到，城市规模用城镇总人口数量度量时，城市规

模每扩大１％会带来个人就业概率０．０３９个百分点的上升。而城市大学生数量每１％
的增加会使个人就业概率上升０．０４１个百分点。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的系数大于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系数，可以解释为大城市的福利和公共服务更好，使得一部分大城市

居民宁愿失业也不迁移至其他地区，从而降低了总体上城市规模对就业的积极作用。

我们还考察了个人特征和城市特征对就业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大部分个人特征

对就业有显著影响，影响方向也和预期相符。平均来说，男性和已婚人士的就业概

率相对更高。教育也会提高个人就业的概率，受教育年数每增加一年，平均会带来

就业概率１．１５—１．１９个百分点的上升。经验对就业的影响呈倒 Ｕ型，随着经验的

增加，个人的就业概率提高；但当经验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经验反而不利于就业，

这可能是因为工作经验越多的人往往年龄越大，而年龄大的人在健康和知识等方面

均处于劣势。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算出，经验对就业概率的影响拐点出现在约

１８．０９年和１７．８４年处，即大约在经验小于１７年时，工作经验的增加有利于个人就

业；而在经验超过１８年之后，年龄劣势开始发挥主要作用，经验的增加反而是不利

于就业的。我们在回归中控制了个人中国共产党员身份和少数民族身份变量，前者

就业概率更高，后者就业概率更低。

同时，我们在回归中控制有关城市特征的变量，以捕捉劳动力需求因素和劳动

力供给因素对就业的影响。从需求角度看，部分城市可能会由于资本积累的增加而

吸引更多劳动者的流入，并且由于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的户籍制度，流入更多的可能

是高技能劳动者，而非低技能劳动者。另外，由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由更多

高技能劳动力流入所带来的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也会反过来增加城市的资本

积累。① 因此，一个城市资本积累的增加往往和城市规模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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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积累本身也部分反映了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因此也会影响到劳动

者的就业机会。

在表３的回归中，我们控制了城市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间平均的外商实际投资额与同

年间平均ＧＤＰ的比值，以及城市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间平均物质资本投资总额占同年间

平均ＧＤＰ的比重。之所以选择多年的平均值，主要是因为投资在不同年份间波动很

大，用平均的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量的波动。回归中使用的ＣＨＩＰ样本

搜集于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用２０００年之前的数据可以部分减少逆向因果关系可能带

来的估计偏误。而１９９６年以前的数据由于缺失样本过多而被舍弃，并且我们认为，

更近年份的投资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更为显著。回归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就

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固定资本投资的系数却显著为负。这说明，与经济增长更依

赖于其他ＧＤＰ构成 （如消费和净出口）的城市相比，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国内投资的

城市创造就业的能力更低。已有的实证研究已经发现，地方政府出于税收考虑，往

往给予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以更多的激励，因此，更高的国内投资／ＧＤＰ比重往

往缺乏就业创造能力，甚至是不利于就业的。①

我们在回归中还控制了城市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间的第三产业产值和第二产业产值之

比的平均值及其平方项，以考察城市产业结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我们发现，城市

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呈Ｕ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三产的比重通常是逐

步提高的。在早期，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提高并不利于就业，这主要是因

为在发展的最初阶段，经济体仍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吸收就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

制造业。但随着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其吸收就业的能力会不断提高。一方面，

金融、贸易、房地产等高技能的服务业不断发展，因此吸收了大量高技能的劳动力

进入第三产业实现就业，并给他们带来了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城市收入水平的

提高，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更多的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如

高技能劳动力对餐饮、保姆等服务具有更高的消费需求，由此为低技能劳动力创造

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城市的就业概率。通过计算Ｕ型曲线的拐

点我们得知，在分别用城市总人口和大学生数量作为城市规模度量指标的方程中，

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就业的拐点分别为１．２１和１．２３。也就是说，只有当非农产业中，

第三产业的产值高于５４．８％—５５．１％以后，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才会提高就业概

率。而在我们的样本中，大约有１８．８２％—２３．８６％的回归样本处于拐点的右边。因

此，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仍处于第二产业比第三产业更有利于就业的发展阶段。但是，

由于第三产业在非农产业中的比重正在不断提高，由此我们预期，未来中国的就业

创造将越来越依赖于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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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需求因素以外，政府财政支出、城市基础设施等作为同时影响劳动力市
场需求和供给的因素，也被纳入回归分析中。从理论上来说，政府干预对就业影
响的方向并不确定。一方面，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会通过乘数效应对地方经济产
生正面的影响，从而增加劳动力需求，提高劳动者的就业；另一方面，政府投资
挤出了私人投资，降低了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而这些因素都是不利于就业的。此
外，相对更高的政府财政支出可能通过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水平，吸
引更多的劳动力流入，因此政府财政干预也成为影响劳动力市场供给的重要因素。

类似地，更好的城市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的方便
性，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从而增加劳动力需求。具备更好的基础设施的
城市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流入，因此同时也可被看作影响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因素。

回归结果显示，这些变量对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省会城市也没有显著影
响劳动者的就业概率。

五、模型的拓展：规模对就业效应的异质性

之前的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结果是将不同受教育年数的样本放在一起进行回归，得到的是
城市规模对所有劳动者就业影响的一个平均效应，并没有对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个人
加以区分。然而，不同技能劳动者从城市规模中所获的收益可能并不相同。在这一
节，我们将全部劳动力人口按照个人受教育年数，分为受教育年数小于等于９年、

在９年到１２年之间以及大于１２年三组，分别进行回归，以考察城市规模对劳动力
影响的异质性。在所有的回归中，我们均控制了个人层面和城市层面的特征。为节
省空间，我们仅报告了城市总人口数量的对数和城市大学生数量的对数对就业的影
响。表４报告了有关城市规模效应异质性的Ｐｒｏｂｉｔ结果。我们发现，无论是以城市
总人口数量还是城市大学毕业生数量作为城市规模的度量指标，对于受教育年数小
于等于９年的最低技能的劳动者来说，城市规模的扩大都会显著提高其就业概率。

然而，对于受教育年数大于１２年的高技能劳动者来说，城市总人口规模对其就业的
影响并不显著，但城市大学生数量对劳动者个人就业的促进作用却接近于在１０％的
水平上显著。① 这说明，高技能劳动者更多地从高技能劳动者的集聚中获得好处。

但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可观测的供给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高技能者之间的竞争，

造成了城市规模系数向下的偏误，因此在Ｐｒｏｂｉｔ回归中，城市规模对较高技能劳动
者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２６·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

① ｔ值为１．６２，相应的ｐ值为０．１０８。



表４　 异质性的城市规模和就业：Ｐｒｏｂｉｔ结果

受教育年数 小于等于９年 ９—１２年 大于１２年

人口规模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０９１１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０８５８）

个人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城市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４３４０　 ５８５１　 ４７７１

大学生规模
０．０３８６＊＊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０７８１）

个人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城市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４３４０　 ５８５１　 ４７７１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报告的是经过县、区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

准误差。

为控制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可观测的需求和供给因素对就业的影响，以及可能
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我们同样用１９５３年的城市人口规模作为２０００年城市规模的
工具变量，在表５中报告了有关城市规模异质性的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估计。表中报告的是用

Ｎｅｗｅｙｓ两阶段方法计算的城市规模对就业影响的偏效应，而其显著性水平是根据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极大似然估计下的经过城市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差所得。

表５　异质性的城市规模和就业：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结果

受教育年数 小于等于９年 ９—１２年 大于１２年

人口规模 ０．０７０８＊＊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３１７＊＊＊

个人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城市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４３４０　 ５８５１　 ４７７１

大学生规模 ０．０７６２＊＊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３２７＊＊＊

个人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城市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４３４０　 ５８５１　 ４７７１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

我们发现，最高技能水平和最低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均从城市规模的扩张中显著
获得了好处，但最低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得益最多。平均来说，城市人口规模或城市
大学生规模每增加１％，会使受教育年数小于等于９年的劳动者就业概率提高

０．０７—０．０８个百分点。对于受教育年数大于１２年的劳动者来说，这一效应是

０．０３—０．０４个百分点。而对于中等技能水平即受教育年数处于９—１２年之间的劳动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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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来说，城市规模扩张对其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从城市规模的扩张中受益程度不同，这主要与城市的职业
结构以及产业结构有关。最低技能水平劳动者的就业主要集中于餐饮、保姆等低技
能的服务业，而城市规模的扩大，尤其是高技能劳动者的集中，会增加城市对低技
能服务业的需求，从而使得低技能劳动者从城市规模的扩大中受益。我们将所有就
业人口按照其所属的行业分为制造业、低技能服务业和高技能服务业三类，① 分别
计算三组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我们发现，低技能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
年数最低，为１０．８２年，低于制造业的１１．００年以及高技能服务业的１３．０７年。因
此，低技能服务业吸收了最多比例的低技能劳动者就业。城市规模的扩大会带来更
高的低技能服务业的需求，从而使得低技能劳动者获益。中等技能的劳动者就业主
要集中于制造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制造业就业会经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
过程。在城市发展的初期，制造业企业更多地选择进入规模较大的城市，从集聚中
获得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和运输成本下降的好处。地方政府也会出于税收、就业
等因素的考虑，鼓励制造业企业进入城市，使得城市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创造了大量
的制造业就业机会。但在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出于保护环境和产业结构升级
等因素的考虑，服务业的比重将提高，尤其是金融、贸易、房地产等高技能的服务
业。另外，由于工资水平上升、地价上升等拥挤效应的存在，制造业企业本身也会
选择离开大城市，迁移到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中小城市进行生产。我们的数据显示，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制造业就业比重的变化呈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Ｕ型。中
等技能的劳动力由于其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企业，因此城市规模扩张对其就业概
率有一个更为明显的先正后负的影响，从而导致其在总体上没有从城市规模的扩张
中显著受益。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并没有降低中等技能劳动者的就业
概率。最后，对于最高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城市规模的扩大对其就业的影响显著为
正，这主要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城市规模的扩大带来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和更强的知识溢出效应，高技能服务业由于其知识密集型的特点，更多地从城市规
模的扩大中获得好处。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主要集中于高技能的服务业，因此城市
规模的扩大通过高技能服务业就业机会的增加，提高了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概率。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制造业产业也会升级，低技能服务业的服务质量
也会提升，都会使制造业以及原本属于低技能的服务业吸收更多的高技能劳动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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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中，低技能服务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
业，以及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高技能服务业主要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以及国际组织。另外，我们这里的计算排除了农林牧渔
业和采矿业的就业人员。



业。按城市的总人口数量，我们将全部城市平均分为小城市、中等规模城市和大城
市三类，分别计算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制造业就业中受教育年数大于１２年的劳动
者的比例。我们发现，小规模城市制造业就业中高技能劳动者所占的比重最低，为

１９．７５％，低于中等规模城市的２１．４６％和大城市的２５．７０％。类似的结果对于低技
能服务业也存在。在小城市中，低技能服务业就业中的１２．６６％由受教育程度大于

１２年的高技能劳动者提供，而这一比例在中等规模城市和大城市中分别为１４．６８％
和２３．１１％。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ＣＨＩＰ）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的城市居民数据， 《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和１９５３年以及２０００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普查
数据，考察了城市规模对个人就业的影响。利用工具变量的估计方法，回归结果显
示，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劳动者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来说，城市
规模每扩大１％，个人就业的概率上升０．０３９—０．０４１个百分点。我们还发现，从城
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中，不同技能的劳动者的受益程度并不相同。较高技能和较低技
能组别的劳动力均从城市规模的扩张中获得了好处，但最低技能组别的劳动者获益
最大。同时，城市规模的扩大没有显著影响中等技能劳动者的就业。

当前在中国，对于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优先发展中小城镇，学术界存在争论。

怎样的城市规模是最优的，应该通过权衡城市扩张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拥挤效
应而体现出科学发展。在实践中，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未得到充分的理解，使得城
市规模扩张的积极效应容易被忽视。本文说明，顺应市场规律的城市规模扩张能提
高城市居民的就业率，并且低技能劳动力将从城市扩张中得益更多。因此，本文从
就业的角度分析说明，若盲目采取限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措施，特别是针对低技能者
的限制，将会导致效率和公平兼失的局面。由于在现阶段的中国，经济集聚的过程
不仅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能够以大城市为依托带动中小城镇发展，

而且能使更多的劳动力实现就业，从而将更多的劳动力 “包容”进经济增长的过程，

分享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因此合理规划城市的规模是中国当前实现包容
性就业的必要条件，应在城市发展中予以重视。但是，本文未对城市规模有利于创
造就业的机制给出直接的证据，也没有讨论城市扩张的拥挤效应如与交通、环境、

犯罪的关系，这些都需要未来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加以分析，以便为制定科学的城市
发展政策提供更全面的依据。特别是现实中，如何区别对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制
定相应的城市政策，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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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均　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个人特征

就　业 ０．８８６　 ０．３１８　 ０　 １

性　别 ０．５４９　 ０．４９８　 ０　 １

婚姻状况 ０．８５６　 ０．３５１　 ０　 １

教育 （年） １１．６０５　 ２．９４１　 ０　 ２２

经验 （年） ２２．１３１　 １０．５１０　 ０　 ４４

中共党员 ０．２４０　 ０．３２６　 ０　 １

少数民族 ０．０２０　 ０．１４１　 ０　 １

城市特征

Ｌｎ （人口规模） ０．７９２　 ０．７２７ －０．９４３　 ２．６７３

Ｌｎ （大学生规模） －１．５７６　 ０．９５１ －３．３７１　 ０．８２６

Ｌｎ （１９５３年人口规模） ０．７９６　 ０．６１９ －１．６６１　 ２．２０４

外商直接投资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３　 ０．２４８

固定资产投资 ０．３３２　 ０．２０３　 ０．１８４　 １．５９６

产业结构 ０．８７６　 ０．３２６　 ０．３２５　 １．７４２

政府财政支出 ０．０８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７　 ０．２０１

道路 ５．７８８　 ３．０３１　 １．１００　 １７．５００

公共交通 ９．０５６　 １３．７８７　 ０．６００　 ９５．７００

省会 ０．２７１　 ０．４４９　 ０　 １

２００７年样本 ０．４２７　 ０．４９５　 ０　 １

〔责任编辑：梁　华　责任编审：许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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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３９％－０．０４１％ ｗｈ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ｉｚ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１％．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ｇｒｅａｔｅｒ　ｕｒｂａｎ　ｓｉｚｅ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ｓｋｉｌｌ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ｉｚｅ，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ｉｚ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ｕｍ－ｓｋｉｌｌ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ｔｈｏｓｅ　ｏｎ　ｌｏｗｅｒ－ｓｋｉｌｌ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ｗｉｌｌ　ｉｎｃｕｒ　ｂｏｔｈ　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　ｗｉ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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